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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7_BB_B4_

E6_9D_83_EF_BC_8C_E4_c122_483879.htm 案情介绍：2002年9

月18日，笔者向北京蓝天白云机票代理处(以下简称代理处)

购买了一张由北京飞往深圳的机票，机票价格为人民币910

元(六折机票)，机票记载的起飞时间2002年9月22日13∶50分

。由于购票后笔者去深圳的所办事由取消，在购票后的第二

天向代理处提出退票请求，得到同意，但被告知“六折机票

要根据原票价的50％扣除退票费(即要扣除退票费人民币755

元，实退金额155元)。笔者当即表示异议，但代理处称，机

票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的，退票款并非代理

处获得。笔者无奈，在退票后，即向国航北京营业部交涉，

未果。为此，笔者以代理处和国航为被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两被告

返还笔者机票退票款人民币755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两

被告赔偿笔者因本纠纷引起而受到经济损失人民币200元；3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人负担。海淀区人民法院先是简易

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的两次开庭后，于2003年4月3日作出书

面判决，支持笔者第一、第三项请求，驳回第二项请求。 回

顾整个诉讼过程，作为一名消费者，深刻体会到消费者维权

的艰辛；作为一名法律学者，感受到社会责任重大和我国法

制建设任重道远；作为一名兼职律师，从执业角度看到司法

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些体会，归根结底反映出这样一

个问题，即：维护权利如何以法律的名义。维权，以法律的

名义全国首例打折机票退票案的思考 一、提起诉讼的目的和



法律依据 我作为一名法学教师，促使我利用诉讼作为手段进

行维权的斗争更多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如果仅仅是一名

消费者，我可能与许多消费者一样，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

不会为几百元人民币去打一场官司。因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

，必然会考虑诉讼成本以及其他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社

会和法律没有理由要求消费者承担在消费中遇到不公而须进

行诉讼的义务)。但是，作为一名法学教师和法律工作者在面

对不公时，更多的是出自社会责任感，认为应当通过公益诉

讼，为广大的消费者尽一份力量。对于这种损害广大公众利

益的不公平行为，讨个说法，因此诉讼的第一个目的是公益

和社会责任。 选择诉讼的第二个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社会的整

体观念能够更开放、更具有现代市场的意识。在中国加

入WTO之后，我们的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更加紧密了，市

场中的各类主体(生产商、销售商、服务者、消费者)都应当

提高自己参加市场活动的水平。作为生产者或服务者要提高

服务意识，作为消费者要提高维权意识，市场的法则对每一

个人都是一种挑战，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但是，要使我们

市场中各类主体真正认识其内在的紧迫和观念上落后，还有

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一些已经陈旧，但我们还津津乐道在

维护的观念，至今阻碍着我们的目标尽快实现，因此，改变

这种现状，尤其是改变那些还未被全社会共同认识，或已有

认识，但还受到所谓不合理制度约束的观念和事物，我们需

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来加以改变。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需

要社会的共同声音。 选择诉讼的第三个目的就是通过一些个

案的司法实践的积累，使得我国的司法救济在制度上得到真

正的强化。人民法院担负着社会公平、公正、正义的法律价



值的评价职责。当社会中对某一类行为在法律价值的评价上

出现争议或不同的认识时，人民法院应当站在公正的角度，

向人们表明法律的正义理念。法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应当

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的权威的体现之一，就是通过法院行

使裁判权来向社会传递正义的理念。另外，社会应当为人们

建立一种公平的秩序，法律是该秩序的维护者，当弱势群体

遇到强者的盘剥时，法律应当成为弱者的护身符，提供司法

救济手段来纠正一些权力部门的错误。这是世界上发达国家

普遍采用的一种救济弱势群体的方法，同时，也是文明的体

现，我们应当接受这种已被证明是先进的方法。 最后一个目

的，就是通过诉讼而形成的判例，纠正和改变一些错误的法

源观念。在我国，尽管许多法官在学习法律中都接受过有关

“法源”的教育，但由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对行政权力的“

崇拜”现象，使得法源的执行并不能真正到位，严重影响法

律法规贯彻的严肃性。当诉讼开始后，有关媒体用“国家法

律与内部文件：究竟哪个更管用”为标题报道本案，就从一

个方面反映了司法实践中有关法源的混乱现象。依法办事的

口号喊了几十年，究竟什么是可执行的法律还需要进一步澄

清，有的法院面对行政权力与法律权威冲突时，不知所措，

难以下判。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的除了悲哀，还能有什么?我认

为，正确认识和认真执行法源，是贯彻依法办事的大事，应

当不折不扣的进行。 维权应以法律的名义。这名义是指，一

是应当要以法律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权利”；二是应当以

法律的规定作为自己维权的依据。对本案，我是这样考虑退

票权利的： 首先，退票是购票者的一项合法权利。买卖机票

是合同行为。在我买机票的合同中，没有不准退票的禁止性



规定，机票上只有“不得签转、不得更改”的提示，而且，

在机票的旅客须知栏中，承运人已向所有旅客明示了退票的

规定，因此，合同约定可以解除合同，不能将退票行为视为

违约行为。即使有人认为退票是一种违约行为的话，那么，

违约责任的担负也应当按照约定来承担。 其次，主张返还退

票费的法律依据是：1、《合同法》的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

机票购买的签约方式所表现的是典型的民事合同的格式条款

方式。《合同法》第39、40、41条明确了有关格式条款的规

定，适合本案的内容包括“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

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

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格式条款的

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在我与国航的有关部门的交涉过程中，有关部门的人

员称：机票上有关退票的规定是适用“正常票价”的退票，

而不适用打折机票(这种用词在民航总局的文件中也有体现)

。这种说法问题在于，打折机票难道属于“不正常机票”?从

法律上看，买打折机票的旅客在乘机时，就不能受到与其他

买原价机票的旅客(在同一仓内)有同等和同样的服务吗?显然

所谓“正常机票”的提法具有歧视性。打折机票的使用仅仅

应当被看作买机票后的附条件的合同行为，也就是该机票“

不得签转、不得更改”，除此之外，不应当受到任何限制。

另外，对机票上记载之外的内部退票规定，购票人并不知晓

，也未被告知，在要求得到该规定时，有关部门的人员称：

规定不能给我，因为那是他们的内部业务文件。而我认为根

据《合同法》规定，不针对我的，或不让我知道的，就不应



对我形成约束力。2、《合同法》的有关第三人原因形成的违

约责任规定。在与国航及其代理人交涉退票过程中，听到他

们最具有理由的观点是，退票的新规定是民航总局的规定，

不是国航和代理人的规定。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我引用了《

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作为我的维权法律依据。3、《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知情权规定。法学家耶林曾有段名言，不

是因为有损失才承担责任，而是因为有过错才承担责任。难

道国航没有过错?既然所称内部已经改了规定，而且这样的规

定要适用于所有买打折机票者，那为什么不在机票上说明，

显然所谓没有过错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必须按照规定

办，那国航也难逃欺诈的责任。消费者没有义务承担这样一

种责任。因此，国航从中获得的退票费利益，显然属于不当

得利。 再次，在法律理论上，违约损害的救济可以通过当事

人之间的协商和诉讼方式解决，为此，我已经进行了协商的

努力，但未果。在思想上有了准备诉讼的想法之后，我注意

了有关证据的收集和保全，包括落实了有关录音证据(但后来

未使用)。 二、对诉讼中问题的思考 如何实现自己的诉讼目

的，是在提起诉讼时所要思考的中心问题，而诉讼的胜败也

是难以回避的，但从所有的诉讼看，诉讼的目的不能简单归

于胜败的结果。尤其对于公益诉讼而言，如果一个诉讼提起

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习惯了的某一种现象或观念作改变时，

即使一时诉讼结果失败了，也不能否定其现实的意义。闻名

全国的乔占祥告铁道部春节火车票涨价案，虽然原告败诉，

但引出第二年的铁路票价听证会，谁能说这个案件对社会没

有积极意义?这样的案件可以从不同角度带给我们许多的思考

，而积极意义是主导的。我是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提起诉讼



的。在起诉阶段思考的主要问题是： 1、对于被告主体的选

择。 一般而言，选择被告不应遇到太多的问题，但对本案的

被告选择，我是作了专门考虑。购买机票时面对的是机票代

理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可以将代理处作为被告

，但是，仅仅起诉代理处并不能达到本案起诉的真正目的，

因为，国航是承运人，代理处的行为是代理。将国航列为被

告，有合同的依据，因国航是与我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

系)的真正主体(虽然我在与国航有关人员交涉中，有关人员

称国航与我没有关系，是我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在法院立

案时也遇到同样的说法)。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去告民航总

局，因为有关内部规定是民航总局制定的，我当时的认识是

，民航总局的有关文件并没有正式向社会发布，因此，对我

没有实际的约束力，民航总局的文件也不是对我的具体行政

行为，我与民航总局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存在。如果我要以

民航总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那我只能面临与乔占祥同样

的结果。最后，我将代理处和国航列为共同被告起诉。 2、

对遭遇“滥诉”指责的思考。 当我将起诉书向法院递交时，

受到“滥诉”的指责。一位法官称起诉行为是“滥诉”。并

拒绝为案件立案。在一番据理争执后，法官暂时收下案卷材

料，告诉我一个星期后听消息。曾有一些法院的人士认为，

打小笔诉讼官司是引起“诉讼资源浪费”的一个直接原因，

并且也有将小额诉讼的行为视为“滥诉”的观点。为此，去

年有关媒体专门进行了讨论。我的体会是：1诉权作为一项诉

讼权利，不能被非法剥夺。不能以小额为由剥夺当事人进行

诉讼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人们觉得去法院打官司难的主要

是两个问题：立案难和判决后的执行难。立案难的原因之一



就是一些法官违反法律规定，找各种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设置立案障碍。2小额诉讼形成诉讼资源的浪费现象确实存在

，但不能说诉讼资源浪费是小额诉讼引起的，从法律观念上

看，国家法律允许当事人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诉

讼得到法律的救济。不能以诉讼成本大而取消这条救济途径

。如果是取消，那是本末倒置。3法律的价值观与金钱的价值

不能作类比。我国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方式有

十种，如果一个当事人要求另一个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仅是赔

礼道歉，难道这样的诉讼就不能形成?法律的价值观是公平、

公正和正义，而决不是人民币的数额。 在开庭审理中，我思

考的问题主要针对对方提出的几个答辩观点和证据。归纳一

下机票代理处的观点：代理销售机票的法律关系是一个独立

的法律关系，执行的退票办法正确，退票数额正确。国航的

观点是：我公司执行的特种票的规定是民航总局规定的，我

公司严格执行规定并无不当。机票本身并不是双方权利义务

的全部规定，只构成法律关系的一部分。他们提交以下主要

证据：1民航总局74号文件，以说明国航没有机票的定价权

；2民航总局特种票价的通知，证明向胡安潮收取退票费的依

据；3引起本纠纷的机票复印件；4《中国民航报》第2114期

，证明民航总局特种机票的退票办法已经公示，推定胡安潮

应当知道；5以前使用过的机票复印件，证明胡安潮曾经购买

过北京至广州、广州至北京的打折机票。对此，我及我的代

理人作了以下理由的抗辩：(1)被告未告之原告有关打折机票

相关的“内部规定”，“内部规定”对原告没有约束力。被

告认为其收取退票费的行为是依据民航总局和国家计委的有

关规定，国航没有定价权的规定。被告在引述有关《通知》



作为对原告的约束，并称这是合同的组成部分，那就有义务

在合同订立时告知原告。(2)被告在引用《通知》作为其行为

合法的理由时，却无视其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既然被告称其无定价权，是执行民航局的规定，那么高于内

部文件效力的民航规章，被告为什么不遵守，而违反?当民航

总局的规章与民航总局的文件发生冲突时，被告理应按照民

航规章和合同履行原被告之间的合同。被告认为《通知》是

有强制性的，难道《合同法》、《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

》没有强制性?法律、规章的强制性不如部门文件?从法律的

强制性看，《合同法》、《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的强

制性高于《通知》，运输规则中对退票的规定也是定价规定

，被告以执行《通知》关于退票的规定为由，而不执行合同

法和运输规则有关合同行为和和退票规定，行为违法。(3)被

告无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部门内部规章性文件之间的层

次性，不懂法理上的“法源”问题。被告在法庭上出示的民

航总局《通知》，其台头明显大字标注“内部明电”。按照

一般法律理论常识，在法源问题上，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内部规范性文件不同的层次。前面优先于后面。被告没

有权力否定或违背这一规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

障法》都属于法律，民航总局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民航总

局的《通知》属于内部文件，颠倒这种法源关系是不合法的

表现。由此可以说明被告根本没有理由以强调执行“内部文

件”而拒绝执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所以，执行所谓“通

知”的事实不能对抗已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规、规章存在

的事实。(4)被告依有关“内部规定”扣所谓“退票款”违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消费者有“知情权”的规定。被告以中



国民航报上曾经登过消息为由，以证明原告已经知道或者理

应知道。中国民航报是属于行业性报纸，中国民航报上也明

确标明该报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指定航机读物。”这表明

，该报的发行范围本身没有事实和理由证明原告一定能够读

到该天的中国民航报。法律并不要求原告必须阅读中国民航

报，也不能因为原告没有读到这天的中国民航报，而要为此

承担责任。被告认为原告曾在《通认为原告曾在《通知》发

布后买过打折机票，以此证明原告应该或理应知道民航的《

通知》或打折退票“规定”，从证明责任上看，其中并不存

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买过打折票，并不能说明被告已经

告知原告《通知》的有关规定，也不能得出，所有买了打折

机票的人，不需要告知，就必然会知道国航的“内部规定”

。被告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和让证人出庭，都未能证明其将

有关内部文件告之原告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39条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

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

款予以说明。被告并未履行这样的义务。(5)被告的“退票款

”的取得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6)被告的行

为已经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依法应当赔偿。 经过长期的等

待，法院终于在2003年4月3日作出判决，判决为“一、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胡安潮退票手续

费755元。二、驳回胡安潮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

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负担。判决后原被告都未上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